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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美国进展与中国借鉴

肖红军 1，阳 镇 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6；2.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 要：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

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

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

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

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

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

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

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

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操作手册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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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实质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等为核心的

数字技术充分嵌入经济和社会，形成面向宏观经济形态、中观产业部门和微观企业组织的全方位

变革，特别是立足数字科技创新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以数字企业主导的微观企业组织

不断创新与演化。随着党和国家对数字经济发展重视程度的不断强化，建设数字中国在“十四

五”时期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根据 2023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

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3%，已连续 11年显著高于同期

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 41.5%，足以说

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和产业数字化规模分别达到

9.2万亿元和 41.0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分别为 18.3%和 81.7%，一定程度上，产业数字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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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字经济发展主引擎。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相较于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依

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指出，中、

美、欧形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三极格局。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保持世界第一，达15.3
万亿美元。美国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渗透率更高，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 60%。在数字化

转型方面，美国是全球最早布局数字化转型的国家，美国商务部（DOC）早在 1998年就发布数

字经济的专题报告，指出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会产生新的数字经济形态。

近年来，学术界加快了对数字经济的内涵、测算方法和影响效应等方面的研究。从数字经济

的内涵来看，2018年OECD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

通过交易是否涉及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来界定一项经济活动是否属于数字经济；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则从产业范围和数字治理的视角界定数字经济，认为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据价值化、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四个方面。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界定视角纷繁复杂，主要包

括特征视角、主体视角、产业视角和经济范式视角等多重视角。总体而言，数字经济是区别于传

统工业经济时代下的新经济，包括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效应两个部分。从数字经济

的测算方法来看，目前测算方法相对多元，对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数字经济指数编制法、增加值

测算法和构建卫星账户法等［1-3］。从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来看，既有研究充分注意到了数字经济

对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创业与就业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战略，既有研究充分注意

到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作用，主要表现为数字经济对生产力层面的要素投入、宏

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4-6］、微观层面的信息效应与匹配效率、产业层面的产业

创新与转型升级［7-8］、微观企业层面的企业创新［9-10］等方面的重要驱动效应，尤其是数字经济下

的关键技术支撑即数字技术具备高度的包容性［11］，能够为包容性增长开辟新路，能够支撑共同

富裕目标下的贫困减缓以及实现区域的均衡性增长［12］。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数字经济发展为

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显著的正外部性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外部性问题，涵盖数字技术层面的

算法歧视、算法霸权和以算法垄断为核心的算法技术治理议题［13］、数字企业层面的企业数字责

任缺失与异化［14］、数字平台企业垄断与社会责任治理等现实问题［15-17］。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社会引发的道德伦理冲突逐步加剧，既有研究对机器人伦理、算法伦理和无人

驾驶汽车伦理等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包括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与责任主体、人工智能技

术伦理构成及其规制重点、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等多层次内容研究［18-21］。

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数字技术创新进程中的数字科技伦理问题缺乏关注与研究，较少涉及数

字科技伦理中的细微议题如大数据技术伦理、算法伦理等［22-23］，难以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一般

性理论框架。特别是，随着以ChatGPT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出现及其应用，一定程

度上人工智能可以改变与重塑人类社会的思维范式，这引发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价值观的全新

冲击，在整个企业生产与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了较大程度的道德伦理冲突和技术伦理隐优，因而

强调数字技术更好地融入社会并服务社会的数字科技伦理观建构极为迫切。实质上，数字科技伦

理是以数字科技为技术基础探究其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影响，数

字科技伦理的研究视角在于充分规范、预见和识别数字科技与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实现数字科

技创新与应用过程符合道德伦理要求与社会规范，最大程度上地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和

各州政府出台的战略文本和政策文件为文献检索范围，并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料对美国主要数字科

技类企业（如Amazon、IBM、Microsoft、Facebook等）发布的年报和管理层公开发言进行人工整

理，对涉及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监管主体、重点议题和主要模式开展系统分析。具体

来看，一方面，本文系统梳理美国近年来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进而分析美国数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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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伦理监管的主要模式与机制，为构建一般性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框架提供理论参考。另一方

面，本文系统总结美国联邦政府在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领域与关键议题，为我国各级政

府瞄准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前沿与重点领域政策布局提供国际经验，最终为构建适合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阶段以及契合我国制度情境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制度体系提供理论框架与政策指引。

二、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的最新布局与主要进展

（一）面向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

在人工智能伦理监管层面，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加快对人工智能伦理的监管与治理。其

中，2021年 1月 1日，美国颁布《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itiative Act of 2020，简称NAIIA），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第一，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研发方面

的领导地位；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开发和使用可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方面引领世界。第二，为

当前和未来的美国劳动力做好准备，以便在经济和社会的所有部门整合人工智能系统。第三，协

调所有联邦政府机构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活动，以确保每个政府机构都能为其他机构的工作提供

信息。与此同时，为确保该法案的实施，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NSTC） 人工智能

特别委员会推进人工智能相关的标准、指南与技术的研究。①在拜登政府时期，同样也制定了

自己的人工智能战略与监管计划。政府推出了 ai.gov网站，该网站“致力于将美国人民与有关

联邦政府活动的信息联系起来，推动可信赖的人工智能（AI）的设计、开发和负责任地使用”。

美国还成立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工作组和国家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前者旨在使研究工具的

获取民主化，以促进人工智能创新，而后者将为拜登总统和联邦政府机构提供有关人工智能研发

的建议。

2019年 2月，美国国防部（DOD）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与伦理监管政策，声称“以合法和合

乎道德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以强化负责任的价值观愿景和强化人工智能利用的指导原则”，并

将“继续分享我们的目标、道德准则和安全程序，以鼓励其他国家负责任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

能”。该部门还声称，在与利益相关方协商后，它将制定国防事务中人工智能伦理和安全规则，

并将该部门的观点推广给更多的全球受众，为全球军事人工智能提供信息伦理。另外，美国州政

府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都有自己的举措，在提出和通过监管方面比联邦政府更积极。例如，伊利

诺伊州提出了《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和《人工智能视频采访法》。这两项

法律都反映出美国对生物识别实践的审查越来越严格——第一部与数据隐私更直接相关，而第二

部则对可能在面试过程中使用 HireVue②等人工智能服务公司提出了算法透明度的要求。华盛顿

州则签署了《SB 6280法案》，其建立了基本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以备政府决定部署反乌托邦式的

实时监控，特别是全面禁止面部识别时侵犯个人隐私和可能存在的算法偏见。总体而言，目前，

美国有数十个独立的人工智能伦理、政策和技术工作组（团体）分散在各个联邦政府机构中，涵

盖国防、民事和立法领域。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政策，但依然存在不断演

变的政策可能产生政策内容不完整、不同政策之间的监管配套举措不一致或彼此不兼容等问题。

从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的重点领域来看，美国聚焦于智能算法的社会伦理监管，侧重从算法研

发设计到算法应用的全过程监管。2022年 7月 20日，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 53∶2的票

数通过了《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American Data Privacy and Protection Act，简称ADPPA）的

① 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在法案颁布两年内，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起草《人工智能风险管
理框架》（AI RMF）。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于 2021年 7月启动AI RMF意见征集工作；2022年 3月形成AI
RMF第一版草案；2022年8月形成AI RMF第二版草案；2023年1月26日AI RMF 1.0正式发布。

② HireVue成立于 2004年，总部位于美国犹他州，是人工智能招聘的先驱之一，基于人工智能算法为面试者进行视频面试，
其能够捕捉面试者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语调甚至眨眼睛的动作，然后运用人工智能和 IT算法进行评分与分析，以此
来帮助企业筛选求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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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版。该法案旨在联邦政府层面建立面向人工智能算法决策过程中的消费者隐私数据保护法律

框架，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隐私权保护和有效的补救措施。该法案将“算法”定义为“使用机器

学习、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技术或其他类似或更复杂的计算处理技术的计算过程，能够自主

作出决策或促进或辅助人类决策”，例如，为特定对象提供排名、排序、促销、推荐等服务或向特定

个人提供信息服务等。根据该法案，相关实体和服务提供商必须评估算法的设计、结构和数据输入，

以降低潜在的道德伦理风险。

（二）面向大数据伦理（数据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

美国面向大数据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主要包括顶层设计和中层衔接，形成联邦政府主导的大

数据伦理监管原则、战略实践和伦理监管具体行动。其中，顶层设计立足美国国家战略层面推进

对数据的管理、保护和共享等工作。中层衔接是大数据伦理监管的关键环节，主要包括政策协调

机构，首席数据官、机构网络和数据管理，法律和监管框架，技术能力建设、协作和知识共享等

四个方面。在政策协调机构方面，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下设的数据委员会，既

负责协调数据战略的实施，也负责通知数据管理和使用的预算优先事项。在大数据伦理监管的政

策布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 2020年 9月美国总务管理局（GSA）联同 14个联邦政府机构共同

发布的《数据伦理框架草案》［24］，其提出了数据伦理的的七项基本原则：一是了解并遵守适用的

法规、规定、行业准则和道德标准；二是诚实并正直行事；三是负责并追究他人责任；四是保持

透明；五是了解数据科学领域的进展，包括数据系统、技能和技术等方面；六是尊重隐私和机密

性；七是尊重公众、个人和社区。

美国在大数据伦理监管领域的国家战略与政策布局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自 2012 年以来，

美国作为全球大数据伦理监管与治理的领跑者，相继出台了系列法律法规推动大数据伦理监管。

2012年 3月，奥巴马政府颁布《大数据研发倡议》，其中提出大数据收集、分享过程中要注意隐

私、安全和道德。在此倡议促进下，联邦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和社会企业在大数据研发、管理和

应用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进展。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延续了奥巴马政府的大数据

伦理监管与治理的政策思路，进一步挖掘大数据的正向经济与社会价值。2019年 12月，美国白

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发布《联邦数据战略 2020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以政府数据治理

为主要视角，描绘了联邦政府未来十年的数据愿景以及 2020 年需要采取的关键行动，目的是在

保护安全、隐私和机密的同时，充分发挥美国联邦数据资产的潜力，加速使用数据执行任务、服

务公众和管理资源。拜登政府时期持续加快对大数据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2021年 10月 25日，

拜登政府发布《联邦数据战略 2021行动计划》，在指导各机构应对共同的数据挑战过程中使用现

有的协作渠道帮助实现人工智能研究的民主化并发展联邦劳动力的数据技能。2022年 1月 26日，

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发布了一项联邦战略，旨在推动美国联邦政府对网络安全

采取“零信任”方法。在落实关于改善国家网络安全问题上，该战略意味着向前迈出的关键一

步，其侧重于进一步推进数据安全措施以显著降低针对联邦政府数字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风险。

2023年 3月 31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促进数据共享与分析中的隐私保护

国家战略》，正式确立了政府的大数据伦理监管目标，该目标支持保护隐私数据共享和分析

（Privacy⁃Preserving Data Sharing and Analytics， 简称PPDSA）技术，①该战略关注PPDSA技术对经

济和社会的外部性影响，尤其关注对弱势群体隐私的影响，提出了 PPDSA技术需要保持透明度

与包容性，尊重隐私、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

从大数据伦理监管的重点领域来看，美国的政策布局主要集中于数据隐私领域。《美国数据

隐私和保护法》为公司收集的个人信息制定国家标准和保障措施，包括旨在解决算法潜在歧视影

① PPDSA技术是一种平衡数据收集、分析与伦理社会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它利用隐私增强技术进行数据分析、获取数据价
值，同时确保用户隐私、秘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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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措施。作为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伦理监管需求增长趋势的重要回应的组成部分，《美国数据

隐私和保护法》代表了美国在制定全面的数据隐私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尽管近年来推出了

其他几项涉及算法决策的联邦法案，但《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是第一个得到两党支持和推动

的法案，也是第一个将针对算法问责制和偏见的条款与解决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的条款捆绑在一

起的法案。该法案确定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实体，这些实体具有额外的义务或豁免权。对于某些义

务，相关实体按“影响”（影响力依据年度全球收入和受实体运营影响的数据主体数量而定）和

“与数据主体的具体关系”（表现为直接关系、第三方关系或服务提供商关系等）进行分类。实体

收集的“数据”被定义为“识别或链接或合理链接到一个或多个人的信息，包括派生数据和唯一

标识符。” 重要的是，员工数据和公开数据都被排除在这个定义之外。而且某些类型的数据被定

义为敏感数据，包括政府标识符（如驾驶执照或社会安全码）以及与健康、地理位置、财务、登

录凭据、种族、性别或阶级身份相关的数据。

（三）面向区块链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

区块链结合了多种技术，为没有中央机构（例如银行）的多方交易提供可信、防篡改的记

录。区块链可用于各种金融和非金融应用，包括加密货币、供应链管理和法律记录。2022年 3月
23日，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GAO）发布《区块链——新兴技术为某些应用带来好处但面临挑

战》报告，该报告提出区块链对某些应用程序有用，但对其他应用程序来说用处有限甚至存在问

题。例如，由于其抗篡改性，它可能对涉及许多不一定相互信任的参与者的应用程序有用。即使

对于少数受信任的用户来说，区块链的某些应用程序可能过于复杂，而传统的电子表格和数据库

可能更有用。更为关键的是，区块链还可能带来安全和隐私方面的伦理挑战。从监管制度形式

上，美国主要采取立法的形式对区块链伦理进行监管，商务部长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协商

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区块链技术现状及其在消费者保护中应用的报告。2021 年 5月 28日，美国

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立法听证会提出了《区块链创新法案》，该法案的伦理监管目标主要

是减少欺诈以及提高商业交易的安全性。

从区块链伦理监管的重点领域来看，美国的政策布局主要集中于区块链透明度领域，这有助

于阻止美国区块链公司转移到其他国家。明确的行业监管框架可以让个人和公司在美国更成功地

参与区块链相关的商业活动，包括监管实体和开发商在内的决策者都可以使用监管沙盒等工具来

进行区块链监管。例如，2018年 10月至 2021年 4月，有 11家企业加入了亚利桑那州金融技术监

管沙盒。在联邦政府层面，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创建了一个合规援助沙盒，在与该局共

享数据的同时，企业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测试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港。这可以为决策者提

供机制，使其在面临监管不确定性时能够更好地履行法定义务。与此同时，决策者能够提供可协

调的改进措施或提出明确预期的方案，以打击区块链相关商业中的非法活动。例如，美国财政部

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近年来提出了一项规则，要求银行提交报告、保存记录并验证

某些加密货币交易中客户的身份，以确保加密货币行业更好地应对反洗钱和国家安全风险方面的

挑战。

三、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与重点议题

（一）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

1.美国联邦政府

美国联邦政府是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其主要采取国会立法的方式对数字科技

伦理开展规范与引导。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由 6个机构和独立组织代表整个联邦政府开发人工智

能技术或政策。第一，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为总统办公厅提供经济、国家安全、

国土安全等方面的建议。OSTP发布多个行政命令，确定联邦政府关于人工智能监管的总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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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特别是在《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通过后，OSTP成立了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办公

室（NAIO），该办公室全面负责开发、使用和管理人工智能。第二，美国总务管理局（GSA）是

提供政府信息资源的部门，为各政府机构带来了众多尖端技术，GSA 的人工智能卓越中心

（COE）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服务，以确保联邦政府机构能够采用最佳的方式将人工智能技术运

用到政府服务中。第三，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获得 2019年国防授权的特许

和资助，并于 2021年 3月提交了最终报告，该报告就美国应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优势提出

了战略性建议，为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遏制他国、赢得竞争提出了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图。第

四，美国商务部（DOC）推进其下属各局跟进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政策的实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就如何最佳定位、开发和提供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以避免与现有和潜在的未来立法冲

突，向企业发布了指导意见。第五，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发布了如何规范人工

智能应用程序的指南，该指南为发展和部署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提供监管和非监管方法，减少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障碍。第六，美国两党人工智能核心小组，通过报告和个人法案制定相关法案。

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科学技术局 （S&T） 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方面也作为重要的监管主体开

展系列政策设计。

2.美国州政府

美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还包括美国州政府，且相当程度上美国州政府对数字科

技伦理监管具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权与政策制定空间。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重点领域，美国州政

府都有自己的举措，比美国联邦政府更积极更主动。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联邦政府与国会通

过的《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对人工智能伦理监管采取宽松策略，州政府层面的其他

立法建议则采取更主动的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策略。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2020年自动决策系

统问责法》则早于美国联邦政府。在自动驾驶汽车的监管方面，2011年美国内华达州就通过第

一个关于自动驾驶汽车检测的立法，该法规定了自动驾驶汽车的检测条件，要求对自动驾驶技术

进行监管。目前已有 40个州通过了法律或行政命令规制自动驾驶汽车。在人脸识别技术的监管

方面，美国联邦政府未出台统一的规定，而美国德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等都针

对“深度伪造”行为出台了相应法案，走在了联邦政府的前面。

3.行业协会

美国行业协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过程中主要扮演参与者与协同者的角色。以人工智能伦理

监管为例，美国联邦政府早期主要采取不干预的原则，主要是通过各州发挥自主性与独立性开展

相关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且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伦理监管尚存在广泛的争

议性。美国商会（USCC）则呼吁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以确保它不会损害经济增长或成为国家

安全风险。美国人工智能促进协会（AAAI）在人工智能伦理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致

力于促进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AAAI还旨在提高公众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提高人工智能从业

者的教学和培训水平，并为研究规划者和资助者提供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潜力和未来方向的指导。

AAAI提出了专业性的人工智能道德原则以监管人工智能行为，具体包括：一是承认所有人都是利

益相关方；二是避免伤害（负面后果）；三是诚实守信；四是公平并采取行动不歧视；五是尊重

产生新想法、发明、创意作品和计算工件所需的工作；六是尊重隐私；七是保密。

4.企业

美国在发挥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引领与规范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市场自

我调节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为充分尊重企业作为数字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角色与功能。企业扮

演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参与者、互补者与协同者的重要角色，发挥对数字技术伦理治理的重要功

能。以 IBM为例，针对数字科技伦理的监管与治理，IBM组建了道德伦理委员会。其中，IBM 的

人工智能道德委员会是一个多学科机构，负责领导人工智能道德政策和实践的治理和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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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IBM的人工智能道德委员会的伦理监管目标是在整个公司层面支持道德、负责任和值

得信赖的人工智能文化和价值观，并指导公司技术层与业务层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道德开发和部

署。与此同时，IBM遵循三个总体原则：第一，人工智能的目的是增强人类智能。第二，数据和

见解属于其创造者。第三，人工智能技术必须透明且可解释。IBM坚信当人工智能成为企业的核

心甚至支柱型技术或者业务时，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公平性、鲁棒性（稳健性）、透明性和隐

私性成为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的重要内容与追求目标，只有遵循上述原则才能构建真正合乎道德的

人工智能工具。

（二）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重点议题

1. 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

美国对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的重点在于着重塑造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

法。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从人工智能技术中获益将取决于创建和部署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这些

系统被认为是合乎道德和值得信赖的。但是，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对什么是合乎道德和值得信赖

的人工智能、如何识别人工智能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证明人工智能的可持续性尚未达成共识。解决

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可能存在的道德伦理冲突和可能的负外部性的可行方法是：基于透明、公平

和可解释等概念框定人工智能算法开发、系统部署和技术使用的基本规范，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

设计与算法验证能够证明该算法是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另外，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问题被称

为人工智能的“黑匣子问题”，许多机器学习算法系统的响应无法用人们容易理解的术语解释。

开发机器学习算法的标准方法产生了一组高度复杂的数据矩阵，包含数百、数千或数百万个连接

节点，每个节点都包含一个权重或值。当机器学习模型被“训练”时，这些权重需要进行调整以

提高模型的性能。这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不是为了去解释决策过程，也通常不能提供一个容易

理解的原因解释，即无法说明它是如何达到任何给定的结果。目前，美国正对人工智能的可解释

性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例如，通过了美国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DARPA）的“可解释人工智

能”（XIA）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可解释的人工智能系统，让算法开发与研究人员能

够开发与设计更多可解释的算法模型，同时保持高水平的智能学习表现（预测准确性），并兼顾

算法决策的过程性以及算法决策结果的准确性。

美国联邦政府对算法伦理监管的重点在于算法决策的公平性、算法透明度方面。2022年 7月
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通过的《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其提出了算法决策

的公平性和算法歧视监管的相关条款，在第 207条明确提出“公民权利和算法”，根据该条款，

相关实体和服务提供商不得以歧视或其他方式收集、处理或传输存在具有歧视性的数据，比如基

于种族、肤色、宗教、国籍、性别或残疾状况的数据。且与美国大多数现有的州政府数据隐私法

不同，《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要求不同类型的公司评估某些算法程序、算法模型与工具的具

体影响，并将这些评估结果提交给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在算法透明度方面，美国立法的重

点在于监管算法设计开发层面的算法透明度，根据《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的相关内容，相关

实体和服务提供商必须评估算法在设计、模型结构和数据输入层面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以降低

潜在歧视性影响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案》对算法可能存在的危害构

建了负面清单，以负面清单式监管规避可能的算法负外部性。

2.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

美国在大数据领域的数据泄露事件引发的公共安全和个体隐私破坏等风险持续存在，根据德

国研究型数据统计公司 Statista的统计，美国的数据泄露事件数量从 2010年的 662起大幅飙升至

2020年的 1 000多起。自 2020年以来，每起数据泄露事件对公司造成的平均损失为 50万美元。

在大数据领域，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重点在于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方面，即充分尊重与保

障数据权属下的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实际上，在面向大数据技术的科技伦理监管政策方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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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奥巴马政府以来持续重视数据伦理。例如，2012年 3月，美国白宫发布的《大数据研究与发

展计划》是美国在国家战略意义上正式出台大数据战略，并在 2012年 3月 29日进一步发布《大

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提出需要增强大数据收集过程、使用分享过程中的隐私保护、安全与道

德性，确保使用主体的使用过程能够合乎社会道德以及避免破坏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为进一步

保障大数据应用过程中的数据隐私，美国自2013年以来持续公布系列关于数据隐私保护的相关行动

计划。例如，2013年5月9日，美国联邦政府签署行政命令13 642号《开放数据政策备忘录》，规定

所有新生成的联邦数据应对公众开放，并恰当地保护数据隐私。在 2014年5月9日公布的《美国开

放数据行动计划》中，承诺用可发现的、机器可读的、有用的方式发布公开数据。另外，美国联邦

政府发布的《大数据：关于算法系统、机遇和公民权利报告》提出，政府的重要任务在于对大数据

与算法系统的系列潜在隐私风险问题进行监管。

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加快了对大数据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监管摆

在了更为重要的战略位置，表现为在立法层面加快了面向数据隐私风险防范与追责体系的立法进

程。例如，在《联邦数据战略》中所提及的第一项原则就是“伦理性治理”，并表示将把数据伦

理治理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和文化融入数据战略中。2020年 9月，美国总务管理局（GSA）联同 14
个联邦政府机构共同发布了《数据伦理框架草案》，该草案指导联邦政府雇员在收集和使用数据

时作出符合数据伦理的选择。2022年 7月 20日，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通过《美国数据

隐私和保护法》的修正版，与其他数据隐私法相比，该法案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同的范围开展全方

位大数据伦理监管，主要体现为：第一，法案面向的实体范围发生重大变化，“涵盖实体”定义

为收集、处理或传输数据并受《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约束的任何实体或个人，包括《通信法》规

定的公共承运人，或者是非营利组织，实体范围涵盖了绝大多数企业。第二，法案面向的数据范

围发生重大变化。“涵盖数据”包括任何识别、链接或合理链接到个人或设备的信息，还包括从

此类信息中派生的任何数据或唯一标识符，如 IP 地址、目标广告标识符等。第三，特别注重保

护未成年的数据隐私。法案将“儿童”定义为 17岁以下的任何人。第四，对敏感数据进行了特

别关注。“敏感数据”包括超出其他州隐私法认为敏感的数据类别。大多数法律认为种族、民族、

基因数据、儿童数据等信息属于敏感数据，但《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包括所有这些以及任何

设备的登录凭据信息。且敏感数据的使用需要在收集、处理或传输之前就必须获得个人的肯定性

明示同意。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明确了数据持有者的责任义务范围，要求

大数据持有者承担数据来源与处理过程信息披露、数据隐私产生的影响评估、数据自动收集与运

算的影响评估、年度第三方评估认证等四项义务。

四、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模式与机制选择

（一）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模式

与英国、欧盟、韩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的监管更依赖于政府立法主

导的监管模式。实际上，美国在引入立法模式监管数字科技伦理也从犹豫阶段走向了坚定落实阶

段，呈现出一个渐进式的监管模式转型。具体而言，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政府机构被劝阻不要引

入新的监管措施，因为担心这些措施会阻碍创新。从 2021年初开始，可以看到有限治理的稳步

出台。《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于 2021年 1月 1日通过，要求建立多个机构来提供联邦

政府层面的跨部门联合指导。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办公室（NAIO），其负责支持

人工智能研发、教育计划、跨机构规划和国际合作，负责监督和实施美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协

调联邦各政府机构、私营部门、研究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人工智能研究和监管政策制定方面

的协调合作，最终为推进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整体性部署和战略性指引。联邦

政府机构也在推行其他规模较小的举措，例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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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AI RMF 1.0），该管理框架适用于设计、开发、部署或使用人工智能

系统的组织。总体来说，美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立法特点是强调促进创新以保持美国在数字

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重新利用现有法律并引入目前有利于治理的软法，这

意味着美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模式的重点依然是在规范数字科技良性生态发展的同时，以

硬法与软法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数字科技竞争力。

具体来看，在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方面，美国形成了政府立法主导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模式，

美国联邦政府持续重视对新一代数字技术监管的立法工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法律法

规等制度建设。例如，第 117届美国国会在 2021年共提出了 130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案。在制

定技术标准方面，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制定，以促进自愿的、行业引领

的标准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创新。2019年 2月，特朗普在签署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中要求美国国

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挥在人工智能标准制定方面的重要作用。美国在负责人工智能

标准制定的国际标准委员会中处于领导角色，但美国政策制定者应更加积极地应对其他国家主导

的、限制性的、歧视性的标准方法。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基于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专业化原则

分部门对人工智能技术开展伦理监管。例如，美国交通部（DOT）监管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监管基于人工智能的医疗设备。①在算法伦理监管方面，《算法问

责法 2019（草案）》进入参众两院的立法程序，该草案是面向人工智能算法伦理监管的总体部

署，特别是对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广泛与频繁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算法伦理提出了明确规范与

要求。在大数据伦理监管方面，美国同样地针对大数据伦理的具体专业细分领域出台相应的监管

法案和政策布局。例如，2020年 6月，美国参议院发布《数据问责和透明度法 2020》，着重将算

法对数据自动收集和自动运算决策纳入到伦理监管框架，提出消费者应当有权质疑收集数据的理

由并要求人工对算法自动化决策进行审查和解释。

（二）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模式

区别于政府立法主导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模式，各类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在美国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伦理监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方面更侧重

于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以及对监管原则、监管对象、监管内容等方面开展系

列治理活动。

从研究机构来看，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要是提出前瞻性的监管原则与监管指南框架，充

分提出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的监管方案与相应监管模式。2023年 1月 26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

术研究院（NIST）正式发布了《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及配套使用手册。该框架旨在帮助人

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用户和评估人员更好地管理可能影响个人、组织、社会或环境的人工智能

风险，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可信度，并提出了人工智能风险监管的跨周期与多元化参与模式，将

相关活动分为应用程序背景、数据和输入、人工智能模型、任务和输出四个维度以及“人与地

球”一个特殊维度（用以代表作为人工智能背景的人权、社会和地球等更广泛的福祉），并强调

测试、评估、检验和确认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重要地位，监管目标是确保人工智能更加负责任以

及更加可信，确保人工智能监管贯彻到全生命周期。

从行业协会来看，美国行业协会在美国联邦政府立法主导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模式下，逐步

形成“强社会参与以及影响型”监管参与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以美国商会（USCC）主导的人

工智能监管标准制定与倡议等形式推动美国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2023年 3月 9日，

美国商会（USCC）发布《人工智能委员会报告》，呼吁尽快制定人工智能法律监管框架，规避因

技术进步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该报告提出了人工智能监管治理框架的五大原则，既要注重个人

① 2021年 1月 12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发布了该机构首个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AI/ML)软件医疗设备
（SaMD）行动计划，以促进对AI/ML医疗设备的伦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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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自由、隐私保护，又要确保美国人工智能领先地位的创新驱动。具体来看，五大原则包

括：一是效率原则，评估现有法律法规的可适用性；二是中立原则，填补法律空白的同时避免过

度立法和过度监管；三是比例性原则，采取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和执法手段；四是共治性原

则，注重分散化监管和协同治理；五是灵活性原则，鼓励私营部门进行风险评估和创新。在生成

式人工智能①领域，美国新闻/媒体联盟（The News/Media Alliance，简称NMA）在 2023年发布了

有关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原则，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与部署者必须尊重创作者

对其内容的权利，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该对出版商透明（透

明性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部署者应该对系统输出负责（责任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系

统不应该创造或冒不公平的市场或竞争结果的风险（公平性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是

安全的、避免隐私风险的（安全性）。

（三）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

企业不仅是市场主体，更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主体。数字企业的主导技术是数字科技，以企

业为中心构建企业自我驱动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治理体系尤为重要。美国企业主导的数字科技伦

理监管主要表现为企业以数字技术治理的方式推动数字科技向善和社会价值创造，其主要实现模

式是将企业数字科技伦理融入企业价值主张、融入企业战略、融入企业技术创新管理过程，实现

企业对数字科技伦理的有效治理，确保数字科技更好地融入社会。在人工智能算法伦理监管领

域，Amazon、IBM、Microsoft近年来都强化了对人工智能算法的伦理监管，主要是通过企业主导

制定相关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倡议等开展数字科技伦理治理。例如，Microsoft
开发了六项人工智能的首要伦理原则：公平、可靠和安全、隐私和安全、包容性、透明度、问责

制。Amazon在战略层面提出了“负责任地使用机器学习算法”，通过可持续的数字技术开发价值

观影响平台用户的方式确保平台用户、其他互补者更负责任地开发与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等各类工

具。具体来看，Amazon提倡机器学习算法的生命周期包括设计和开发、系统部署、持续使用三

个主要阶段，所有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的行为都必须尊重法治、人权、公平、隐私的价值观。特别

是负责任的机器学习算法领域是一个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领域，因而机器学习算法的可持续开发

与利用是算法技术伦理和算法技术向善的一个新的起点，需要鼓励用户考虑这些建议背后的价值

观和意图，并鼓励平台用户与第三方一起负责任地开发或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系统，确保机器学习

算法在开发和使用过程中不破坏伦理道德和基本人权等。

企业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另一种模式是基于企业主导的数字科技伦理委员会的方式开展

数字科技伦理治理，这意味着企业主动将数字科技伦理治理面对的各类社会议题、重点难点问题

放置于公司治理层面，特别是引入各类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以推动数字科技伦理议题的落实，强

化企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高管团队等战略决策者对数字科技伦理的认知，确保企业在数字技

术开发与利用过程中更好地保护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确保各类战略决策符合道德规范和伦理要

求。例如，IBM是一家有 110年历史的数字科技企业，其在 2021年成立了人工智能道德委员会，

以强化企业数字科技伦理治理。具体来看，在信任和透明原则的指导下，IBM通过涓滴策略来追

求合乎道德的数字科技伦理，即其将监管重点聚焦特定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领域，而非整体性和

全面性的监管。具体来看，IBM人工智能道德委员会定期处理数字科技伦理议题，例如，人工智

能的精确调节、种族司法改革、数据责任、人脸识别、算法偏见、可信任的人工智能系统等。

Facebook是面向社交领域的数字平台，为应对用户舆论可能产生的道德伦理冲突以及对人权的破

坏等潜在风险，Facebook主张以平台规则的全球统一性为逻辑起点开发一套网络社区舆论标准，

包括数百条关于“仇恨言论”、欺凌、暴力、裸体、假新闻、垃圾邮件、版权等的规则，对可能

①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能够自动生成文本、图像和其他形式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具备通用性、泛化性和迁移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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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Facebook规则的内容进行评估并作出决定。但是，Facebook在以统一规则治理的方式开展数

字科技伦理治理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的利益相关方压力，例如，当“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

在世界各地蔓延时，社会活动人士认为Facebook在处理其平台上的“仇恨言论”方面监管不力，

导致员工抗议和广告商的广泛抵制。而且与处理其他有争议的内容相比，Facebook在减少“仇恨

言论”方面较少作为，部分原因是针对“仇恨演讲”内容需要对文本语句的上下文敏感性进行智

能判断，这对算法治理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五、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对中国构建数字科技监管体系的经验借鉴

（一）政府制度设计对中国的经验借鉴

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政府制度设计层面，美国的主要模式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数字技术可

能涉及到的道德伦理风险和潜在道德冲突进行监管，以各类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化数字技术在嵌入

企业与社会过程中的监管治理，确保数字技术开发者、使用者和创新者能够在统一的规制与规则

指引下开展统一的行动。在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监管的重点是鼓励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确保技

术开发与创新过程中的安全性和道德伦理规范。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政策

呈现出连续性，即以联邦政府主导的国会立法持续推进关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法律法规。以人

工智能算法伦理监管为例，早在 2016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

战略规划》，其推动对人工智能开始系统性研究，促进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工智能研究

与开发契合社会需求和道德伦理规范。2019年特朗普政府时期继续强化对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规

划过程中的道德伦理、法律与社会影响评估，新增了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内容，将人工智

能算法应用的安全建设作为人工智能重大战略方向之一。2020年 1月，美国白宫发布了《人工智

能应用监管指南》，该指南从监管和非监管两个层面提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相关原则和建议，并

针对通用或特定行业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设计、开发、部署和操作提出 10条监管原则，具体包

括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公众参与、科学完整性与信息质量、风险评估与管理、成本效益分

析、灵活性、公平性与非歧视性、信息与透明度、安全性与可靠性、跨部门协调。可以看出，美

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制度总体上遵循渐进式原则，且在制度安排上偏向于战略性指引、总体性

意见、抽象式原则逐步走向具象性法律监管，在立法过程中以灵活有效、科学前沿的措施对人工

智能算法、大数据主体进行科学分类，并非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进行监管，而是立足分类治理

原则推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核心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

因此，中国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制度构建和政策设计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积极借鉴美国

国会立法这一最高顶层制度设计的模式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鼓励地方政府在重要行业和创新

领域先行先试，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原则，积极借鉴美国采取“州政府监管早于联邦政府统一立

法”方式，在地方重要行业和重要领域先行先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监管成功模式与经验，以法

律为最高准绳，并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面向数字科技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开展相关立法工

作，针对人工智能的技术类型与伦理影响程度的差异性，尽快探索通用性人工智能和专用性人工

智能的差异性伦理监管法律，进而确定不同类型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主要对象、主要

议题、主要措施和监管边界范围。另一方面，政府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制度与政策涉及的目标

取向方面，其重要目标之一在于识别、控制、防范数字科技创新与应用过程中的道德伦理风险和

公共安全风险，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源和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环节为基本原则，针对各类数字

科技开发与设计的相关组织和主体进行伦理监管制度设计。

（二）监管模式设计对中国的经验借鉴

在监管模式设计方面，美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模式主要是以政府战略引领、法律牵引、市

场自治的方式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充分发挥政府对数字科技伦理的宏观政策制定与调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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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特别是从事数字技术创新、开发与应用的主体自我治理的重要作用，以

分层分类的模式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具体来讲，从分层的视角来看，美国在发挥州政府积极

性与自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国会和联邦政府机构的制度建构和政策部署推动整体性的数字

科技伦理监管行动。在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方面，美国在人脸识别技术的伦理监管便是由州政府自

主探索，走在联邦立法的前面。以《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为例，在充分考虑美国各州隐私法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区别于美国各州隐私法的关键监管内容和监管议题。从分类的视角来看，

美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以监管对象、监管领域、监管议题等多重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

管制度与政策设计，针对数据持有者的差异性，大型数据持有者的数据伦理风险和公共安全风险

更大，其监管内容重点与小型数据持有者的数据伦理监管内容具有明显的责任差异性。在《美国

数据隐私和保护法》中明确提出了小型数据持有者与大型数据持有者的分类监管思路，对小型数

据持有者将被免除大多数数据安全监管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在个人数据的简短形式通知方面采取

豁免原则。就大型数据持有者而言，其面临更多的伦理监管要求，具体包括：第一，简短形式的

通知。提供一份关于其被涵盖数据做法的简短通知。第二，隐私影响评估。每两年进行一次隐私

影响评估，权衡被涵盖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传输做法的好处与这些做法的潜在外部效应。第三，

算法影响评估。对用于收集、处理或传输被涵盖数据的任何算法进行年度影响评估，并向联邦贸

易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第四，年度认证。大型数据持有者的执行官必须每年向联邦贸易委员会

证明，该实体保持遵守该法案的合理内部控制，以及确保认证的官员参与，并由认证官员负责。在

人工智能伦理监管制度与政策设计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同样遵循分类监管思路。例如，2020年1
月，美国白宫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指南》从监管和非监管两个层面出发提出设计、开发、部

署和操作等10条监管原则，为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提供了整体性的部署。

因此，中国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在借鉴美国基于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

科技伦理制度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

则，考虑到中国数字科技创新与应用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行业不平衡的现状，需要根据地方

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数字科技重点行业发展状况、面临的风险等级开展精准分类，对不同行业、

不同应用场景、不同风险等级的重点行业、重要领域和主要监管对象开展制度分类设计，有效发

挥中央顶层制度设计和地方具体政策执行自主性的优势，确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数字科技伦

理监管过程中的制度框架一致性与政策协同性。

（三）企业参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对中国的经验借鉴

在企业参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方面，美国充分发挥市场主导的企业自主性原则，充分发挥企

业自我治理的重要作用，形成政府立法主导、企业治理参与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格局。更为关键

的是，从企业参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模式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发挥数字科技

领军企业的标准制定功能，特别是发挥从事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数字科技龙头企业的作

用，通过企业主导制定的数字科技创新与应用的各类倡议、指南、企业手册等方式树立行业示范

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乃至整个数字商业生态圈的其他企业开展系统学习，基于学习效应

发挥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辐射扩散作用。第二，数字科技领域的相关龙头企业主要采用数字科技

伦理委员会、董事会和战略委员会等方式实现伦理嵌入治理监管模式，形成“董事会—高管战略

决策团队—员工”的传导体系，确保数字科技伦理治理充分融入到组织创新战略、管理过程、业

务流程，最大程度地实现数字科技伦理融入企业治理全过程。第三，企业自我主导的数字科技伦

理治理充分引入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即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涉及到的多元利益相关方主体具备广

泛性特征，需要充分引入不同领域和不同价值诉求的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政策设计者、科学

家、研发人员、技术应用者、社会公众等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方主体，建立定期沟通协商机制，

进而制定相关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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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制度设计的过程中，一方面，发挥数字科技领域重点行业的

科技领军企业的重要作用，发挥这类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以这类科技领军

企业为载体推动企业主动对标国际数字科技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相关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治

理指南、企业倡仪和操作手册等，实现中国企业主导的数字科技伦理治理标准充分融入国际主流

标准，并进一步结合中国数字科技创新与应用过程中的主要社会问题与道德伦理风险，制定重点

治理领域与细分环节，并积极构建以科技领军企业为牵引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共同体或治

理生态圈。另一方面，进一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立足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融入算法技术治

理、大数据治理、区块链安全治理等多重数字科技伦理治理领域，实现企业数字科技创新与应用

过程中的可持续创新、可持续开发利用、可持续创造综合价值，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构建动态

的利益相关方沟通参与机制，确保数字科技伦理治理内容与议题的动态性与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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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In recent years,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evolved alternately, giving birth to new form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nd digital enterprises. However,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lso produced many negative soci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nabling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social development.Based on this, it is urgent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akes
strategic texts and policy documents introduced by the US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recent years as the scope of
literature search, and makes full use of Internet materials to manually organize annual reports and public speeches of
management of major digital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iscus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related to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text, and conduct systemic analysis of policy deployment, major regulatory
strategies, and key areas of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regulatory entiti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th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ver multiple levels and types of entities, such a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tate governments⁃industry associations⁃enterprises’.The regulatory models mainly include the legislative and standard⁃
led regulatory model led by the Congress, the participatory regulatory model of multiple soc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 embedded regulatory model in digital technology ethics governance
for enterprises. Secondly, in terms of policy layout for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blockchain. The key
regulatory topics cover core issues such as ethi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ransparent, fair and interpretable algorith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digital privacy and data ethics. Thirdly, the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s ethical regulation system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legislation on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esign and implement ethical system and policies for digital technology based on a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leverage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policies for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obilize the leading role of digital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China to formulate policies on the
forefront and key areas of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China to build an ethical regulation system of digital technology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China.
Key words：digital technology ethics; regulatory model; digital enterprise

（责任编辑：尚培培）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06.006
［引用格式］肖红军,阳镇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美国进展与中国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23(6):73-86.


